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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帅满 罗家德 郭孟伦

摘要

本文聚焦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运用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

（JSNET2014），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区分出地方政府信任变量，并将媒介使用分为传

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三类，在此基础上探讨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

任的正负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分别对地方政府信任

有负向、正向显著影响，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知识社群参与是

媒介使用操作化上的创新。本文发现了媒介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绩效感知、信息控制、

参照群体、认知转型、信任传递机制，对社会治理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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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chanisms of Media Use to Local 
Governments Trust

SHUAI Man LUO Jar-der KUO Tonny Menglu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on government trust,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social network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survey (JSNET 2014), to distingu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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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overnment trust variables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divide media use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cluding traditional media use, Internet use, and knowled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edia use on local 

government trust are explored.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traditional media use has negative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trust while Internet use has positive impact, and knowled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cal government trust. Knowledg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s an innovation in the operationalization of media us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mechanisms of media use affects government trust, which ar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information 

control, reference groups, cognitive transition and trust transfer, and this has refer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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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信任对政治系统至关重要（Sztompka，1999），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官员、

政府机构及其政体信心的评估，若实际感知越符合预期，则信任度越高（Easton，

1965；Citrin，1974；Miler，1974；Shi，2001）。政治信任有不同层次和维度，既

可以指公众对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对政治制度和政府部门的认知，也可以指个体对

政治行动者的评估（Newton & Norris，2000），一旦与预期有落差，对政治领袖、

政府政策或政治机构、政体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Citrin，1974；Craig，1993）。

美国的政府信任呈金字塔型结构，即地方政府最值得信赖，州政府次之，联邦政府

的可信赖度则最低（Jennings，1998；Tyler & David，2008）。与美国的政府信任

格局相反，中国社会则存在“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层级差现象（Shi，2001；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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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李汉林，魏钦恭，2013：129；管玥，2012），被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

（李连江，2012；吕书鹏，2015）或“逆差序政府信任”（罗家德，帅满，杨鲲

昊，2017）。

对政府信任的解释主要有制度、文化、社会资本三种解释范式（Mishler & 

Rose，2001；熊美娟，2010）。制度理论强调民众对物质利益的算计、政府承诺

的判断和政府表现的评估会影响其政府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建立在对政府

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的审慎评估基础之上（Mishler & Rose，2001）。如果政府公

信力强，获得民众认可，则政府或制度的可信度会增加，就会有较高的政府信任

（Newton，2001）。因此，民众对政府职能和绩效的感知越明显、越满意，对政

府绩效的预期与实际之间的落差越小，由此，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越高，政

府信任度也越高。本土研究佐证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的解释力，即经济增长、民生福

利、惠民政策、公共产品、官员执政能力、官员工作作风等政府绩效，公共政策

的分配公平感、生活满意度等指标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史天健，吕杰，2007；

肖唐镖，王欣，2011；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孟天广，杨明，2012；管玥，

2012；吕书鹏，朱正威，2015；胡荣，池上新，2016；邹宇春，赵延东，2017；罗

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

文化理论强调政府信任的国家、社会、族群间差异（Mishler  & Rose，

2001），认为传统政治文化（应星，2011：149-154；肖唐镖，王欣，2011），国

家对媒体的控制（Kennedy，2009）以及政治图像的生成和传播（Hibbing & Theiss-

Morse，2002）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本土实证研究证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

儒家传统思想起到了维持既有政府信任格局的功能（Shi，2001；肖唐镖，王欣，

2011；高学德，翟学伟，2013；池上新，2015；吕书鹏，朱正威，2015），接触媒

体的频率对政府信任呈负向显著影响（胡荣，2007；Li，2013；吕书鹏，2015），

主导政治图像生产的话语权的优势使中央政府较之于地方政府更有能力生产取信于

民的政治图像（叶敏，彭妍，2010）。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团、集社等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横向联结组织有利

于增强人们的信任感，团体信任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促进个人对社会和政治的信任

（Putnam et al.，1993）。参与者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越多，信息流通越充分，他

们之间的互信就越深，合作也就更容易，以往合作的成果有利于促成未来的合作。

胡荣等（2011）提出了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假说，发现“社团参与”因子对政

府信任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公共事务参与”因子对于政府信任有正向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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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了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罗家德、帅满、杨鲲

昊（2017）发现了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机制，即民众倾向于更加信任认识之人所任

职的政府，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社会资本范式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马得勇，

王正绪，2009；熊美娟，2011；马得勇，2013；高勇，2014；陈云松，边燕杰，

2015；胡荣，池上新，2016；邹宇春，赵延东，2017；帅满，罗家德，杨鲲昊，

2018）。

制度范式强调了绩效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文化范式聚焦政治社会化

和再社会化过程中的信息接触对认知的型塑，社会资本范式则折射出微观人际信任

演化为宏观政府信任的信任传递效应的影响力。三种范式可以互相兼容，共同解释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西方政府信任现象（马得勇，2007；肖唐镖，王欣，2011；游

宇，王正绪，2014；邹宇春，赵延东，2017）。21世纪是互联网技术深入渗透人类

工作和生活的网络社会（卡斯特，1996/2001），席卷中国大地的“互联网+”将

各行各业裹挟其中，移动互联网“众媒时代”和人机交互“智媒时代”的到来更是

无孔不入地嵌入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李明德，刘婵君，2018）。学界普遍将媒介分

为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MSN、微博、QQ、微信等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

媒体两大类（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

阳，2017），那么，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

局下，不同媒介使用类型分别会对地方政府信任产生何种影响？其正负效应背后可

以体现哪些政府信任作用机制？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一）研究综述

关于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观点。

基于电视和政治态度的关系研究，“媒体抑郁论”认为媒体接触会导致政府信任下

降，媒介竞争使电视新闻聚焦政府部门和政治人物的负面新闻、政治冲突领域，以

吸引受众注意力，型塑了民众政治冷漠和疏离、嘲讽政府机构、政治信任度低等政

治态度（Robinson，1976）。与“媒体抑郁论”的观点相反，另一派学者认为媒介

使用对政府系统有正面影响，有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报

纸、电视等媒介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助于增加民众对政治的认知，激发民众的

政治兴趣，起到促进民众政治参与的作用（O’Keefe，1980；Becker & Whitney，

1980；Norris，2000）。第三种理论观点将媒介视为中性的资讯传输中介，认为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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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内容是影响民众政治态度的原因和结果（Garment，1991）。

源于西方的媒介影响政府信任理论观点不一，本土实证研究发现则具有相对

一致的结果。章秀英、戴春林（2014）发现，网络接触不利于政府绩效评估、威权

主义价值观的维持和提升，但对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但由于政府绩效评价和威

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力度强于政治效能感，因而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的总体效应为

负向影响。张明新、刘伟（2014）基于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发

现，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包括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两条路

径，其中，传统媒体对于维持和提升民众政治信任的功效微弱，新媒体对传统媒体

政治传播效果存在挤迫效应，且接触更多海外另类网络媒体、更频繁参与网上公共

事务的人的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卢春天、权小娟（2015）基于CGSS2010数据分析发现广播、电视、报纸等传

统媒介使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而互联网和手机上网对中央和地方

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胡荣、庄思薇（2017）运用同一数据的发现佐证了这一

结果，即使用传统媒体能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使用新兴媒体则显著降低了居

民对政府的信任。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基于2014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

库的分析发现，官方媒介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官方媒介接触则

对网民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基于不同调查数据，既有研究对媒介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研究具

有相对统一的研究结论，无论是将媒介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还是官方媒介和非

官方媒介，总体而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使用不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

任的维持和提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官方媒介则有助于增进中央和地方政府

信任。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部分研究将总体政府信任作为因

变量，有的采用层级政府信任测量方法，因变量及其划分标准不统一，而既有政府

信任研究普遍表明我国的政府信任格局存在“央强地弱”现象（Shi，2001；Li，

2004；李连江，2012；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不对政府信任进行层级间

的区分或区分标准不统一可能无法精确呈现媒介使用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力

和作用方向；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日趋广泛和网络知识社群的日益普遍，

知识社群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值得探究，但既有研究多将媒介使用进行新旧媒

体、线上和线下媒体的二元划分，将新媒体视为统一的整体，未对网民热衷参与的

知识社群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下，由于民众倾向于信任高层政府，而对与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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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更近的地方政府反而心理距离越远，因此，讨论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应区

分高层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二者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且对高

层或地方政府信任的测量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可重复性；且研究者也应关注民众

使用新媒体方式的内部区别，即是仅运用新媒体获取信息，还是运用新媒体建构和

参与知识社群，因为线上获取的信息可能是传统媒介传播的信息，也可能是其他渠

道的信息，而知识社群参与则不仅可以传播信息，也可能建构知识和信息，成为信

息源。

在政府信任操作化不统一、媒介使用分类不够细致的研究背景下，本文拟进

行两方面的方法创新，与媒介使用影响政府信任的既有研究对话：其一，对不同信

任对象信任程度的问项进行因子分析，从而得到明确、排他性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

量；其二，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新媒体分为互联网使

用、知识社群参与两类，从而将媒介使用分为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用、知识社

群参与三类。本文拟运用2014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14）分析媒介

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与既有研究进行对话。

（二）理论假设

作为党和政府的传统宣传渠道，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统媒体受到党委

宣传部门和政府新闻出版署的双重领导和审查，因此，在半开放式媒体环境下（吕

书鹏，2015），民众从传统媒体接触到的信息是权力部门进行议程设置后的选择性

呈现，主导话题选择、过滤负面信息、强化宣传正面信息等有助于民众获得积极的

政策绩效感知，树立取信于民的政治形象，从而夯实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实证研究

也证实了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的正向显著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胡荣，庄

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控制个体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

程中的信息内容和接触频率是影响政府信任度的重要途径，因此，民众接触传统媒

体的频率越高，接收有利于执政党合法性提升、地方政府绩效宣传等信息的机会越

多，亲近、信任政府的政治社会化的程度越深，政府绩效感知越强烈，有利于维持

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由此得到：

假设1：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其传播效率高于传统媒体，

且受党和政府的管控程度更低，信息来源和传播的议题、内容更加异质和多元。长

期经济增长往往会塑造一批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公民，他们具有较强的批判、质

疑意识，不会轻易为政府的意见所左右，因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较低（Ingleha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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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zel，2005）。使用互联网较多的民众，接触异质性群体和信息的可能性较高，

并更可能通过戏谑、调侃、嘲讽、黑化等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方式阅读、传播信息，

对政治体制、政府角色、政府绩效、政府官员角色及其行为等议题进行独立思考、

形成反思性认知的可能性越大，个体化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

维持和提升。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卢春天，权小

娟，2015；胡荣，庄思薇，2017；薛可，余来辉，余明阳，2017）。

互联网传播的异质性信息带来的政体比较、政治反思和认知转型不利于地方

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而互联网的信息透明度也会影响民众对各级政府角色扮演

的认知，对地方政府信任带来负向影响。我国形成了上下分治的治理体系，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存在决策和执行的分离，且地方政府是回应公共危机的责任主体（刘

晖，2007）。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更为完整、全面获悉中央政策信息的可能

性越大，因此越有可能发现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效能与中央政策之间以及报道宣传和

实际绩效感知之间的落差，从而形成较低的政治效能感，侵蚀地方政府信任。此

外，地方政府往往出于规避上级惩罚、维护自身利益等原因而掩盖公共危机、封锁

或部分公开信息，互联网媒体使用有助于民众增进对地方政府真实角色表现的认

知，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基于信息接触形成的认知转型机制，可以

得到：

假设2：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低。

在互联网时代，民众不仅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信息、建构和经营个体社交网络，

也可以在邮件群组、知乎、豆瓣、QQ、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发起和参与知识

社群的讨论，探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消费和生产知识等。参与知识社群有相应

的门槛，具备视野开阔、思维活跃、逻辑清晰、表达能力强等特征的个体更有可

能积极参与知识社群。知识社群参与者基于独立思考、群体讨论和辩论等形式的交

流，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就政治和社会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是一种横向联结

而成的社区自组织，团体内部会形成基于共识和认同的信任关系，线上社会资本

的增加不仅有有助于线上合作的生成，也利于促成线下互动（周军杰，左美云，

2012）。因此，知识社群参与一方面可发挥团体内部人际信任转化为政府信任的信

任传递机制，另一方面，线上线下合作的促成有利于提升个体的政治效能感，形成

更好的绩效感知，在信任传递和绩效感知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提升地方政府信任

度，由此得到：

假设3：知识社群参与数量越多、频率越高，民众的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

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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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2014年数据（JSNET2014）采用分层随机抽样，

调查样本覆盖了长春、天津、济南、上海、厦门、广州、西安和兰州八个城市，共

有5480笔有效数据。问卷调查了受访者的家户、求职经历、媒介使用、社会网络、

社会认知和态度等方面的信息。问卷由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生担任调研员，

进行入户调查，此次调查是延续2009年的追踪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如下：男性

2585人，占47.2%，女性2895人，占52.8%；受访者年龄介于20至75岁之间，平均年

龄为47.51；已婚者占80.0%，未婚者占19.2%；党员（包含共青团员、民主党派）

占24.9%；城市户口者占87.3%，农业户口者占12.7%；汉族占96.7%，其他民族占

3.3%；具有大学学位者占43.2%，拥有硕博士学位者占2.9%。

（二）变量

本文将地方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该变量为定序变量，变量值越高，则代表受

访者的地方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媒介使用为自变量，人口学、家庭背景及社会经济

地位等指标为控制变量，采用多元OLS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指标测量

和操作化过程如下：

1.因变量：地方政府信任

本次调查采用李克特四点量表（完全信任＝1；比较信任＝2；不太信任＝3；

根本不信任＝4）测量受访者对朋友、家人、邻居、陌生人、地方法院、地方政府

的信任程度。本文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以主成分分

析法萃取因子，并使用最大变异法（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作为转轴

方法，共萃取出人群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两个因子（变异量为60.03%），KMO值

为0.65（p<.00），标准化的Cronbach's Alpha=.68。其中，人群信任的因素负荷量介

表1：受访者对不同对象信任程度的因子分析

人群信任 地方政府信任

对朋友的信任程度 0.784 0.065

对家人的信任程度 0.735 -0.018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0.649 0.169

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 0.486 0.333

对地方法院的信任程度 0.079 0.905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 0.134 0.896

a.经三次迭代后转轴聚合

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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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78-0.49，包括朋友、家人、邻居、陌生人四个信任对象，地方政府信任介于

0.91-0.90，包括地方法院、地方政府两个信任对象。由于量表的正负向与语意相

反，我们将因子分数改为正向，亦即因子分数越高代表信任度越高。

2.自变量：媒介使用

本次调查运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

＝5）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中使用不同媒介的频率，分别为：看报刊杂志、

听广播、看电视、透过互联网看网络新闻、透过互联网获取生活/工作有关知识频

率，还询问了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QQ、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的频率（从不

＝1~总是＝5，五点量表），互联网在线社群总个数（QQ群、微信群聊、电子邮件

群组、人人网群组、微博群组等），分成0、1-5、6-10、10个以上共四项；工作或

生活相关的互联网在线社群个数（0、1、2-7个、7个以上共四项）。

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与最大变异法转轴，共萃取出三个因子（解释65.71％变

异量）。KMO值为0.71（p<.00），标准化的Cronbach's Alpha=.71。本文将三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互联网使用、知识社群参与、传统媒体使用，因素负荷量分别介于

0.87~0.53、0.85~0.84、0.75~0.68，显示量表的信效度均佳。其中，互联网使用包括

互联网看新闻、互联网获取知识、社交软件使用三个成分，知识社群参与包括互联

网社群个数、专业相关社群两个成分，传统媒体使用包括听广播、报刊杂志、看电

视三个成分。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媒介使用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特别控制了性别、年龄、民族、婚

表2：媒介使用的因子分析

互联网使用 知识社群参与 传统媒体使用

互联网看新闻 0.867 0.062 0.235

网络获取知识 0.867 0.165 0.119

社交软件使用 0.529 0.506 0.019

互联网社群个数 0.132 0.853 0.082

专业相关社群 0.093 0.836 0.067

听广播 0.048 0.066 0.754

报刊杂志 0.161 0.113 0.750

看电视 0.117 -0.009 0.680

a.经五次迭代后转轴聚合

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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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党员身分、教育程度、户口状况等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尽管多数的控

制变量为类别变量，但为保持分析结果的简约性与易读性，除年龄为连续变量外，

我们将其他控制变量编码为二元变量（binary variable），性别（女性＝0）、民族

（汉族＝0）、婚姻（未婚＝0）、党员身分（非党员＝0）、教育程度（大学以下

＝0）、户口状况（农村户口＝0）。

表3列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信任的均值为2.39，

显示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总体较高。知识社群参与的均值是3.28，表明整

体而言，受访者参与知识社群的数量相对较多。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为类别变

量，0代表大学以下，1代表大学以上。

四、分析结果
为验证研究假设，我们采取多元线性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OLS regression）验证研究假设。在分析的逻辑上，我们将信任依序作为

因变量放入回归，以层次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依序放入控制变量以及

自变量，并藉由R2改变量来判断模型解释力的提升与否。此外，由于控制变量与

自变量因素较多，我们在多元回归中使用VIF值（<2.5）、允差（tolerance）做为共

线性统计指针来避免多元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的问题。我们采用R软件以及

表3：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地方政府信任 2.39 .01 1 4

自变量

互联网使用 2.00 .02 1 5

知识社群参与 3.28 .01 2 4.5

传统媒体使用 2.98 .01 1 5

控制变量

年龄 47.51 .19 20.00 75

性别（0=女） .47 .01 0 1

教育程度 .46 .01 0 1

民族（0=汉族） .03 .00 0 1

婚姻状况（0=未婚） .80 .01 0 1

户口（0=农村户口） .88 .00 0 1

党员身份（0=非党员） .25 .01 0 1

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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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4版作为数据处理与分析的软件，得出VIF值介于1.00-1.63之间，显示数据没

有共线性问题。

首先，如表4所示，我们先通过相关系数来了解变量间的关系，发现人群信任

与婚姻状况（r=-.03）、互联网使用（r=-.16）、知识社群参与（r=-.09）、传统

媒体使用（r=-.14）有显著负相关，而与党员身份（r=.05）有显著正相关；地方

政府信任与婚姻状况（r=.06）、年龄（r=.10）有显著正相关，与教育程度（r=-

.05）、互联网使用（r=-.09）则呈负相关。整体来看，人群信任不论是对于新旧媒

体使用都有显著的负向关系。然而，地方政府信任则仅跟互联网使用有负向关系，

与传统媒体使用或知识社群参与则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状况与人群信任有低

度显著负相关，却与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相关。然而，控制变量对于因变量的效

果需要通过更高阶的统计方法来检验。

表5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三个研究假设，其中，模型1与模型2检验民众

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控制性别、年龄、民族、婚姻、党员身分、教育程

度、户口状况对于信任的影响程度后，可以发现，两个模型在解释量改变上都有显

著的提升。

表4：变量相关系数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民族 -

2婚姻状况 0.00 -

3户口 0.02 -.106** -

4党员身份 -0.02 -.161** 0.00 -

5年龄 0.02 .547** -.253** -.110** -

6教育程度 -.041** -.304** -.107** .277** -.462** -

7互联网

使用
0.03 -.078** -.053** .060** -.144** .207** -

8知识社群

参与
0.03 -.115** .070** .089** -.181** .111** 0.00 -

9传统媒体

使用
-0.03 .189** -.149** 0.02 .318** -0.01 0.00 0.00 -

10人群信任 0.00 -.037** 0.01 .048** 0.00 0.02 -.161** -.099** -.142** -

11地方政府

信任
0.00 .058** -0.03 0.01 .095** -.053** -.094** -0.02 -0.01 0.00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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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传统媒体使用与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负向关系（β

＝-0.04，t=-2.10*），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反而

越低，这个结果与既有研究发现及其假设1的作用方向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既有研究认为，互联网使

用会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越多，民众的地

方政府信任度也越低（β＝-0.08，t=-4.26***），故假设2成立。这个结论揭示了

新媒体在民众地方政府信任中扮演的角色，当民众接触的线上媒体越多，接收信息

的频率越高，信息来源越异质和多元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反而会越低，不仅支持

了信息接触促进政治认知转型机制，也表明信息控制是权力部门影响个体政治社会

化和再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最后，本文检证了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近年来社交网络

媒体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知识社群传递信息、沟通交流，成为工作与生

活的重要桥梁。数据分析显示，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不具备显著的正向或

负向的关系（β＝0.00，t=-0.21），表明尽管知识社群参与已经成为民众工作和生

表5：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1 模型2

β t Sig. β t Sig.

控制变量

年龄 0.08 3.57 0.00 0.09 3.51 0.00

性别 -0.04 -2.42 0.02 -0.04 -2.19 0.03

教育程度 -0.02 -1.02 0.31 -0.01 -0.25 0.81

民族 -0.01 -0.32 0.75 0.00 -0.23 0.82

婚姻状况 0.01 0.50 0.62 0.01 0.63 0.53

户口 -0.01 -0.47 0.64 -0.02 -0.79 0.43

党员身份 0.04 2.09 0.04 0.04 2.27 0.02

自变量

网络与新媒体使用 -0.08 -4.26 0.00

社交媒体使用 0.00 -0.21 0.84

传统媒体使用 -0.04 -2.10 0.04

Adjusted R2 0.010 0.017

△R2(△F statistics)
0.013

(5.388***)

0.008

(7.727***)

注记：因变量＝地方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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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不可缺乏的一环，但知识社群参与并不会对地方政府信任带来显著的正面或负

面的作用，因此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与假设1刚好相反，假设2得到验证，假设3没

有得到验证，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五、总结和讨论
转型时期，我国呈现出“央强地弱”的逆差序政府信任格局，政府信任有制

度、文化和社会资本三个解释范式，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本文致力于探讨

的主题。既有理论提出了媒介使用降低政府信任的“媒体抑郁论”、媒介使用增进

政府信任的媒体促进论、媒体中性论三种解释路径，本土实证研究多将媒介使用进

行新旧划分，并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研究结论，即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官方媒体

有助于增进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而互联网等新媒体使用则不利于政府信任的维持

和提升，本文拟探讨网络与社群媒体时代下不同形式的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

影响。

由于既有研究的政府信任操作化标准不一，且对媒介使用的操作化未能体现知

识社群参与在新媒体使用中的特殊性，本文基于JSNET2014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区

分出独立、稳定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量，将媒介使用分为传统媒体使用、互联网使

用、知识社群参与三类，并提出三者对地方政府信任分别有正向、负向、正向影响

的研究假设。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正负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传

统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

负向显著影响；最后，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本文可与既有

媒介影响政府信任的研究进行对话，有四个方面的研究贡献：

其一，深化了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传统媒体对政府信任影响

的既有研究具有被访者（城乡居民或网民）、因变量（政府信任或中央、地方政府

信任）和自变量（传统媒体或官方媒体）测量方法不同、正负效应不一致（传统媒

体对政府信任影响微弱或正向显著影响）等特点：张明新、刘伟（2014）与薛可、

余来辉、余明阳（2017）都将总体政府信任作为因变量，但前者发现传统媒体对于

维持和提升民众政治信任的功效微弱，后者发现官方媒介接触对网民政府信任有显

著正向影响；卢春天、权小娟（2015）与胡荣、庄思薇（2017）都将中央和地方政

府信任作为因变量，且均发现传统媒介使用对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有正向

影响。本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可与既有研究进

媒介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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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个方面的对话：首先，在“央强地弱”政府信任格局下，不同层级政府信任存

在差异，研究媒体使用对总体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会掩盖或弱化媒介使用对不同层

级政府信任的影响和作用，且根据问项的原始得分对政府信任进行层级归类和划分

存在过度简化嫌疑，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内含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的地

方政府信任因子，区分出测量标准稳定、层级和边界清晰的地方政府信任因变量，

是对既有政府信任测量的丰富化和具体化；其次，既有研究往往通过主观划分的方

式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分类，并多对问项得分进行加总平均，因此传统媒体的

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包含听广播、报刊杂志、看

电视三个成分的传统媒体使用因子，是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传统媒体使用测量方法，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最后，地方政府信任和传统媒体使用均由探索性因子分析

得到，变量内涵和外延清晰、可重复性测量，传统媒体使用负向显著影响地方政府

信任的结论虽然与既有研究不一致，但不仅得到“媒体抑郁论”的理论支持，且被

访者、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测量方法均与既有研究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本研究异于前

人的研究发现也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及其较高的可信度。

其二，对传统媒体使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既有研

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探索传统媒体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

的信息选择和凸显效应有助于受众感知到良好的政府绩效、形成对党和政府社会地

位及其合法性的认同，从而有助于维持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传统媒体使用对政府

信任的正向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即传统媒体通过绩效感知和以信息控制为

形式的政治社会化影响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本文发现，使用传统媒体越多的民众，

其地方政府信任度反而越低，可能是因为传统媒体不仅有通过信息控制影响政治认

知的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功能，其报道内容内含参照群体，由此导致的相对剥

夺感和民众自身的认知转型相结合，即参照群体和认知转型机制可能会侵蚀地方政

府信任，从而形成“媒体抑郁论”：一方面，传统媒体对政府绩效的宣传、报道可

能不仅与民众自身感受到的政府绩效存在差距，也可能会使民众发现地方政府政策

执行效能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倡导之间存在落差，由此强化了民众的被剥夺感和疏离

感，型塑了嘲讽政府机构、对政治事务冷漠的政治态度，削弱了政治效能感和生活

满意度，从而侵蚀地方政府信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塑

造了一批善于独立思考、热衷意见表达的后物质主义倾向的公民，他们在对政体、

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国际比较、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形成了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截然

不同的政治认知转型，因此，传统媒体使用越多，反而可能激化其对政府的批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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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这一方面表明传统媒体的内容应与时俱

进，更贴近民众的生活，也预示着物质层面的绩效感知和思想层面的政治认同感是

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度的着眼点。

其三，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支持了信息接触和认知

转型机制对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既有研究多根据李克特五点量表测量新媒体或互联

网使用频率情况，发现新媒体或互联网使用是民众接触异质性的群体和信息的重要

渠道，会激发其对政治议题的不同视角思考，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

本研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包含互联网看新闻、网络获取知识、社交软件使用

三个成分在内的互联网使用因子，变量的内涵和外延清晰、稳定，是对概化的新媒

体或互联网使用指标的丰富化和具体化。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地方政

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与既有研究的结论一致，这一方面表明，从短期看，信息

控制机制仍有助于维持地方政府信任的稳定，相关权力部门可以通过规范互联网发

展的监管，引导网民的关注点，使政府信任朝着良性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从长期

来看，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民众将随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等提高而增多，因

此，信息控制无法维持政府信任的长期稳定，宜疏不宜堵的信息接触政策、利益

表达和诉求实现途径的畅通是权力部门未来工作的重要方向。从政府治理的角度而

言，如何将新媒体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政策游说（policy championing）工具，帮助

双方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相互成长，成为信息时代需要谨慎思考的重要议题。

其四，发现了知识社群参与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既有研究大多针对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官方媒体与非官方媒体进行探讨，本研究则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究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知识社群参与指标的建构是本文从新媒

体或互联网使用中剥离出来的指标，可视为媒介使用分类和操作化方面的创新。更

多、更频繁地参与知识社群活动是否会维持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呢？政府信任的社

会资本范式认为知识社群参与有利于维持和提升政府信任，但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

显示，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任并不存在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虽然社会资

本的建构可以通过信任传递机制提升政府信任度，但与此同时，知识社群上信息的

传递、知识的生产具有相当的异质性，民众可以透过知识社群参与来接触异质性的

群体，对于政府的信息或政策有了更近一步的了解，信息接触促成的认知转型机制

抵消了信任传递机制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效果，导致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不受知识

社群参与的影响。在当下社会，监管部门对微信、微博、博客等知识社群的言论和

讨论有时时监管，部分微博博主、微信群群主和群成员因言获罪或被惩罚，给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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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出知识社群参与不利于政府治理的社会认知，本文的实证分析虽然不能否认知

识社群参与负面影响政府治理秩序的个案存在，但表明民众积极参与知识社群讨论

并不会在总体上显著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民众在网络知识社群的参与行为可视为对

公共事务参与的重要指标，我们建议政府将网络社群知识参与视为重要的公共政策

宣传和讨论平台，重视民众在网络知识平台的公共参与，进而提升民众对各级政府

的信心。

本文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能为社会治理提供多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一，传统

媒体使用对地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不支持政治社会化视角的传统媒体信

息选择和绩效感知机制，支持了蕴含参照群体和认知转型机制的“媒体抑郁论”，

不仅表明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差距，促成并强化了民众的被剥

夺感、政治疏离和冷漠，也表明传统媒体受众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认知已经发生了变

化，他们对传播内容和形式不再一味接受和认同，而是对政府角色和行为、传播内

容和形式等具有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反思的意识和能力，因此，传统媒体应与时俱

进，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受众政治心态的变化及其对传统媒体传播内容和形式

的态度和反应，一方面，对紧贴民生的公共事务、高层的政策规定、其他地区和国

家的先进政策经验进行客观的报道和宣传，尽量消除媒体报道和现实生活、地方执

行与中央政策之间的差距，在民众心目中塑造出亲民、务实的不同层级政府形象，

增强民众的政府绩效感知；另一方面，设置更多传统媒体与民众频繁、深度互动的

栏目、节目，时时了解、及时更新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心态，报道和讨论更多教育、

医疗、养老等民众发自内心关心的事务和话题，拉近民众与传统媒体的心理距离，

维持和提升地方政府信任。

其二，互联网看新闻、网络获取知识、社交软件使用构成的互联网使用对地

方政府信任有负向显著影响，表明民众接受异质性的群体和信息及其随之发生的批

判性思考、认知转型不利于地方政府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启示网信办等舆情监管和

疏导部门应加强对互联网新闻资讯、知识生产和传播、社交软件信息交流和传递等

的监管，使互联网上传播的与公共事务、社会治理相关的信息尽量客观公正，避免

带有偏见和歧视的、情绪化的、不实信息流传对公权力部门和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

损害和误伤。与此同时，公权力部门和各级政府也可以充分利用政务网站、政务微

博、政务公众号等新媒体形式，对政务信息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公开透

明的报道，让民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各级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政府绩

效，并及时向公众推送和更新最新消息，将谣言和谣传扼杀于摇篮，并消除谣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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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传生存和传播的土壤。

其三，包括互联网社群和专业相关社群在内的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

任并没显著影响，表明民众参与线上知识社群对地方政府信任的提升和侵蚀功能

可能互相抵消，或同时发挥作用但作用相对微弱。因此，增强线上知识社群参与

对地方政府信任提升的作用和功能，削弱和规避线上知识社群参与对地方政府信

任的侵蚀是相关舆情监管部门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相关部门一方面应着重

营造实事求是、公平、和谐的线上知识社群讨论氛围和公共空间，通过培育和黏

合线上社会资本，实现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的整合和联动，使民众在线上和线下

认识更多政府部门公职人员或与之有连带关系的人，从而发挥信任传递机制的功

能，使民众更加信任其认识之人或有连带关系之人所任职的政府，增进对政府的

信任；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避免过于严厉的互联网监管和整顿行为对知识社群

建构和参与行为的负面影响，并可将知识社群发展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桥梁，成为

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民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集思广益，提升社会治理水

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本文的研究假设和数据分析结果直接或间接支持或引申出政府信任的绩效感

知、参照群体、信任传递以及影响政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信息控制、认知转型机

制，其中，绩效感知、信任传递、信息选择和封闭型政治社会化有利于政府信任的

维持和提升，参照群体和信息接触多元化导致的认知转型则会侵蚀地方政府信任。

尽管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备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本研究未能对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进行更为细致和精确的划分，我们认为，主办方、覆盖领域、受众类型、

传播载体各异的媒介，如官方和非官方媒体、中央和地方媒体、纸质媒体和网络媒

体、时政类和娱乐类媒体等不同媒介载体和形式也可能对不同层级政府信任造成不

同的影响，因此，细化媒介使用的测量方法和指标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此

外，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研究的观点进行深入探讨，针对媒介使用对政府信任的不

同作用机制做跨时段的比较分析，推进既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责任编辑：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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